
中央政府如何纠正地方政府行为偏差？
———以清理整顿违规开发区为例

易　 敏

【摘要】中央政府纠正地方执行偏差的效果为何会出现差异？既有研究基于
激励工具和非常规治理模型下的控制工具，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解释理论，而在
常规治理模式中的控制工具研究虽成果丰硕，但缺少实证检验和统一的解释框
架。基于清理整顿违规开发区的政策实践，采用定量与定性混合的研究方法，
论文发现，在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整体目标不完全一致的情境下，权威地位、
时间压力和信息占有均构成有效的控制工具。中央政府对控制工具的不同使用
策略造成纠偏效果的差异。当中央政策发布机构权威地位相对较低，时间压力
相对较小，且未进行实地督查时，中央政府纠偏效果相对不彰。随着三种控制
工具的使用与叠加，地方对中央政策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纠偏效果持续改善。
同时，控制工具的局限性导致其作用持续性存疑。研究试图基于中国科层组织
常规治理模式，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策略的新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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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决策与执行的分离导致执行者的行为可能偏离决策者的意图，如何有效纠
正执行偏差，实现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党的十八大之
前，中国也一度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偏差现象（丁煌、定明捷，
２００４），中央政府旨在纠正这种执行偏差的努力也并非总能获得最佳效果。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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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工具和非常规治理模型下的控制工具，既有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解释理
论，而在常规治理模式中的控制工具研究虽成果丰硕，但缺少统一的解释框架
和实证检验。在常规治理模式下，即在层级节制和专业分工的典型科层组织运
作模式下，中央政策采取了哪些控制工具及其组合？这些控制工具的作用条件
和边界是什么？控制工具的特征如何造成纠偏结果的差异？这一系列问题仍有
待系统研究。

本文选择中央政府清理整顿违规开发区的政策实践作为观察样本。为纠正
开发区政策执行的偏差，化解“开发区热”带来的经济社会风险，中央政府多
次发文清理整顿违规开发区。本文采用量化统计和定性混合的方法，为中央政
府不同控制策略的有效性提供实证检验。

本文发现，权威地位、时间压力和信息占有均构成中央政府纠偏的有效控
制工具。在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整体目标不一致的情境下，仅由部委发布非紧
急通知的控制策略往往难以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关注，导致纠偏效果不彰。中
央政府使用权威地位、时间压力和信息占有三大控制工具做出可信性威胁，更
有利于纠正地方执行偏差。中央政府对控制工具的不同使用策略，造成了纠偏
效果的前后差异。

本文其余部分包括：对中央政府纠偏的治理工具研究进行述评并提出研究
问题；基于理论文献提出本文研究假设；利用中央政府清理整顿违规开发区的
政策执行过程，为本研究提供实证检验；在结论的基础上，对中央政府控制工
具的作用条件性与局限性进行了讨论。

二、文献综述：激励、控制与地方政府执行行为

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有效控制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
之义，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并不总是一致，且央地间存在巨大信
息差，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带来了挑战（周黎安，２０１４；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１）。
因此，如何有效纠正地方偏差，实现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
难题。

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也一度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偏差现
象（丁煌、定明捷，２００４）。针对地方执行中出现的偏差，中央政府运用何种治
理工具予以纠正？在组织学视野下，科层组织内部主要通过结果导向的激励工
具和过程导向的控制工具来实现政策的有效执行（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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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果导向的激励工具
委托方和代理方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且契约存在

不完备性，这些因素的叠加为代理方留下了自由裁量空间，其行为也可能随之
偏离委托方的意愿（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 Ｈａｒｔ，１９９２；Ｌｉｐｓｋｙ，１９７１）。因此，如何通过
巧妙的激励设置实现代理方与委托方的利益兼容，是委托－代理视角下政策执
行的核心议题（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围绕执行者的自由裁量行为及其
规制，学界产生了丰硕的学术成果（Ｌｉｐｓｋｙ，１９７１；Ｍｅｔｅｒ ＆ Ｈｏｒｎ，１９７５）。

学者们将此分析思路嵌入中国政府组织背景中，产生了富有洞见的分析概
念和理论。一些学者基于中国的行政分权体制，提出财政激励理论，认为财政
分享激励了地方政府努力推动经济发展，扩大财政收入（周飞舟，２００６；
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Ｏｉ，１９９２）。另一些研究者则基于中国的政治集权体制，
提出晋升激励理论，认为中央政府将任务发包给地方政府，并在任免官员时参
考执行绩效，从而为纳入考核体系的政策执行提供了较强激励（周黎安，２０１４；
Ｅｄｉｎ，２００３；Ｌａｎｄｒｙ，２００８）。

学者们同时也发现激励工具存在作用限度。一是地方政府对不能带来财政
收益或未纳入考核体系的政策执行动力相对较弱（渠敬东等，２００９；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二是量化考核存在数量限度、量化效度等缺陷，可能导致地方政府
的无所适从和目标替代行为（周黎安，２０１４）；三是激励工具的强化可能进一步
导致用以平衡注意力分配的工作设计（Ｊｏｂ Ｄｅｓｉｇｎ）失效，造成环境保护、城市
排水等“弱势”政策任务难以获得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周黎安，２００４；赖诗
攀，２０２０）。总之，激励工具可能导致代理方注意分配的偏差，并产生新的执行
偏差（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

此外，激励研究的一个隐含假设是，如果某一政策难以为本地带来财政收
益或提供晋升机会，执行者将可能缺乏执行的动力。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大
量须承担较大财政压力且未被纳入考核体系的政策，最终仍获得了执行者的良
好执行。更重要的是，激励研究相对忽视了中央政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博弈
策略，而仅将其视为制度背景或外生变量（冯猛等，２０１８）。

从理论层面看，科层组织协作适应能力强而自主适应能力弱，相应的治理
工具偏好为弱激励而强控制（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１），即中央政府可能更倾向于通
过控制工具来影响地方政府的执行行为（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学界和
实践者开始将目光转向控制机制。

（二）过程导向的控制工具
控制，即委托方通过惩罚违约的代理方，从而纠正其偏差行为（Ｇｂ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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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了委托方对代理方的控制的有效性呢？经典理论认
为，委托方能否向代理方做出可信性威胁，构成能否有效控制的关键。换言之，
代理方一旦出现偏离委托方意愿的行为，委托方能否及时发现并给予惩处
（Ｌａｍｐｔｏｎ，１９８７）。因而，前述问题可以表述为，哪些因素影响了委托方威胁的
可信程度？

第一个变量是权威。能否让违约代理方付出足够代价，是委托方威胁是否
可信的关键之一。在科层组织内，上级主要依靠权威来惩处违规的下级，权威
的高低决定了惩处力度的大小。因此，权威构成了上级威胁可信程度的关键变
量（Ａｇｈｉｏｎ ＆ 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９７；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１）。在中国政府组织情境下，上级
政府的权威地位呈现出差序格局，“谁发布任务”，可能对地方政府行为构成重
要影响（练宏，２０１６）。

第二个变量是信息占有（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委托方能否获得代理方行
为的真实信息，对其威胁的可信性造成了重要影响（Ｆｕｄｅｎｂｅｒｇ ＆ 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８３；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５）。在科层组织内，由于决策和执行分离，下级掌握执行信息
优势，其偏差行为有一定概率不被上级发现。因此，上级能否掌握信息，是其
做出威胁的可信程度的重要变量。

第三个变量是时间压力。在博弈中，谁拥有耐心，谁便能占据优势。委托
方可以规定明确且相对较短任务时限，向代理方施加时间压力，获得博弈优势
（Ｆｕｄｅｎｂｅｒｇ ＆ 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８３；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５）。

这些研究的重要启示为：时间压力、信息占有和权威地位是中央政府的主
要控制工具。

（三）既有的控制研究
学界对控制工具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项目制”和“运动式治理”两

大非常规控制工具。中央政府通过绕过或叫停按部就班的科层制体制，以专项
化的资金等资源管控或打破专业分工等方式，实现更精准的资源投放和更广泛
的资源动员，确保政策有效执行（冯仕政，２０１１；渠敬东，２０１２；折晓叶、陈
婴婴，２０１１）。当然，这种非常规的控制工具存在“高成本”缺陷，且可能强
化部门隔离和资源配置扭曲，难以广泛和持续使用（周雪光，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这是富有洞见的观察，中央政府通过打破经典官僚制中的专业分工和层级
节制的常规治理模式，以纵向上的越级指挥和横向上的跨部门动员，纠正地方
政府的执行偏差行为（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周雪光，２０１２）。然而，非常规
治理工具研究共同隐含的假设是在央地间目标存在不一致时，中央政府通过常
规模式难以纠正偏差，只能采用“非常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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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量研究观察到，在层级节制和专业分工的典型官僚制，即常规
治理模式中，中央政府仍然可以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行为。如学者们注意到，中
央政府通过向地方派出人员进行实地检查，掌握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况并惩处地
方的偏差行为（陈家建，２０１５；陈晓红等，２０１９；庄玉乙等，２０１９）；中央政
府通过高位推动、提升委托方权威来强化协调和信息交流（贺东航、孔繁斌，
２０１１；练宏，２０１６）；中央政府发布紧急通知来强化时间压力，促使地方政府由
偏差状态向积极执行状态“波动”（陈家建、张琼文，２０１５；竺乾威，２０１２）。
学者们进一步观察到，这些控制策略可能因为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而效果不彰
（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１）。

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为我们理解中央政府在常规治理模式下如何控制地方行
为提供了丰富且深入的观察素材。然而，这些案例研究一方面往往只观察到某
一种工具，仍有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这些观察提出的命题仍然
需要实证检验，比如委托方的权威地位与时间压力的作用等。据此，本文提出
研究问题：在常规治理模式下，中央政府旨在纠正地方政府执行偏差的控制策
略为什么会出现效果的差异？

三、研究假设：权威地位、时间压力、可信性威胁与政策执行

本文将中国政府内部治理模式分为常规治理模式和非常规治理模式，基本
理论依据为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的经典研究，以及中国学者对中国政府内部
治理模式的观察和归纳。韦伯（２０２０）对理性官僚制的特征做了总结，其中纵
向上的层级节制和横向上的专业分工构成其基本特征，这种按部就班的内部治
理模式被定义为常规治理模式（周雪光，２０１２）。

在清理整顿违规开发区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将治理目标整体打包给地方政
府，后者负责组织实施，执行绩效由中央政府检查验收（周黎安，２０１４）。因
此，违规开发区的清理整顿工作按照既定的开发区管理分工和层级节制进行，
属于常规治理模式。

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为例，作为执行主体的原国土资源厅（以下简称“省
厅”）接受来自原国土资源部（以下简称“部委”）和省政府的双重领导。其
中，省厅接受部委的直接业务指导和间接绩效考核。同时，省厅接受省政府的
部门考核。此外，国务院通过直接领导省政府，也将间接对省厅构成领导关系。
因此，省厅接受国务院、部委和省政府等三大上级机构领导，且省政府的整体
目标优先级高于部门职能目标（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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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省厅的政策执行环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前所述，中央政府控制工具包括权威地位、时间压力和信息占有，本部
分将据此构建研究框架并提出假设。

权威地位：权威包括正式权威和实质权威（Ａｇｈｉｏｎ ＆ 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９７）。正式
权威即决策权，因此对省厅而言，国务院的正式权威最高，部委与省政府的正
式权威对等；实质权威即对决策的有效控制，其受到资源配属等变量影响，这
意味着行政级别对等的委托方之间仍然存在实质权威的差异。如部委虽然行政
级别与省政府相当，但前者缺少足够权限去影响国土资源厅的编制、预算等资
源，因此部委的实质权威不如省政府。

总之，对于省级部门而言，权威由高到低依次为国务院、省政府和部委。
这种权威的差序格局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省级部门如果出现偏差行为，
国务院能进行最大力度的惩处，部委的惩处力度相对较小。因此，省级部门对
国务院发文的重视程度可能会高于部委发文。本文据此提出研究假设１：中央政
策发布机构的权威与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正相关。

时间压力：委托方通过设置任务完成时限，向代理方施加时间压力，从而
获得耐心优势。在中国政府情境中，中央政府可以设置更短的任务完成时限，
向地方政府施加更强的时间压力，促使后者改变执行策略，加快执行节奏。

因此，国务院和部委对省政府和国土资源厅均拥有时间压力优势，国务院
和部委均可发布“紧急通知”或在党政内网系统中标注“紧急”或“特急”的
政策，要求地方政府立刻行动。因此，相比于“平急”政策，“紧急”或“特
急”的政策能施加更强的时间压力。本文据此提出研究假设２：中央政策的时间
压力与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正相关。

信息占有：国务院可以通过实地检查督促等方式，掌握地方政府执行行为
的真实信息，从而纠正地方偏差。学者们发现，消弭信息差构成督查的重要作
用机制，即中央政府一方面到地方进行随机实地走访、材料调阅和干部谈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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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地方的真实执行信息（艾云，２０１１），另一方面通过动员公众参与环境治
理，扩宽信息汲取渠道（王诗宗、杨帆，２０１８）。因此，相比于不督查，中央政
府进行实地督查时更能获得信息占有优势，做出可信性威胁。① 本文据此提出研
究假设３：相比于不开展督查，中央政府开展督查时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重视
程度更高。

四、控制工具与政策执行：基于清理整顿违规开发区的实证检验

本部分将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本文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案例分析法有助于更加深入地对现象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也能更
好地凸显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实践，这一方法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得到了社会科
学领域大多数学科的认可（贺东航、孔繁斌，２０１１）。本文将案例分析和定量分
析相结合，有利于在保持分析深度的同时，提升研究的信度。

（一）样本选择
地方政府违规设立各类开发区大量圈占土地，这一偏差导致土地浪费，威

胁社会稳定和国家粮食安全。为治理此乱象，中央政府多次发文清理违规开发
区，有的政策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良好执行，有的政策执行效果相对不佳。这就
为研究观察中央政府的纠偏策略及其成效提供了良好的窗口。

笔者选择２００３年作为观察年份的原因，主要是为排除时间等干扰因素。首
先，如果观察时间在同一年，则该年中考核体系、经济压力、耕地压力、社会
矛盾等诸多方面均无显著变化，从而可以实现对以上变量的良好控制。其次，
国务院连续发文，尤其是“紧急通知”的情况相对较少，若拉长观测时限，那
么国务院发布“紧急通知”在模型中的作用系数将增大，其效果则可能被高估。

本文的政策样本经过了严格筛选。２００３年全年，国务院及其办公厅、部委
发布土地调控政策共计４４项。本研究首先剔除了８项仅针对部分省份的政策；
其次剔除了１８项“条例”“办法”“函”等政策，仅保留“通知”“意见”等
规范性文件一类，排除了效力级别差异的干扰②；最后剔除了“清理违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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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前期的开发区督查与土地督察不同，没有专职机构，且督查范围仅限某一具体政策，
督查后也不会做“回头看”等二次督查，时间压力机制并不明显。因此，本文将督查的核心
机制界定为信息占有。

国务院文件按照法律效力等级，可分为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说明性文件；部委文件包括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说明性文件。为控制因法律效力差异而
造成的影响，本文仅选择规范性文件一类，即文件标题以“通知”“意见”结尾的政策文本。



区”目标以外的１１项政策。经过筛选，最终进入样本的政策共有７项，包括部
委发布的２个“紧急通知”和２个“非紧急通知”，国务院及其办公厅发布的２
个“紧急通知”和１个“非紧急通知”（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３年清理整顿违规开发区的政策
政策名称 发布主体紧急程度是否督查

关于报国务院批准的土地开发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 部委 非紧急 否

关于清理各类园区用地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紧急通知 部委 紧急 是
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 国务院 紧急 是
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 国务院 非紧急 否
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部委 非紧急 否
关于清理各类园区用地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紧急通知 国务院 紧急 是
关于清理整顿现有各类开发区的具体标准和政策界限
的通知 部委 紧急① 是

资料来源：国务院网站和自然资源部网站。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以兼顾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

首先，本文基于中央政策文本和省级政府回应文本，采用定量统计，为权威地
位、时间压力和信息占有等关键变量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研
究将综合使用既有案例研究的二手资料、部委发布的历次政策执行情况通报、
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向国务院提交的清理整顿违规开发区的总结报告和地方政府
人员访谈等资料，展示中央政府对三大控制工具的不同使用策略及地方的应对
策略，以微观的互动过程展示中央政府纠偏成效差异的因果机制。

（三）变量操作化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省级政府及部门对中央政府清理违规开发区政策的重视

程度，即地方政府是否转发以及是否出台操作细则（陈家建、张琼文，２０１５）。
因此，本文将中央政府的纠偏效果操作化为省级政府对中央政府清理违规开发
区政策文本的回应情况，分为无文本回应、转发和细化三种情况。其中，若省
级政府将中央政策原文转发给下级政府，视为“转发”；若省级政府出台实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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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则视为“细化”；若对中央政策既无细化也无转发，则视为“无文本回
应”。在这三种情况中，“无文本回应”显示出省级政府及部门对中央政策最不
重视， “转发”则较为重视，“细化”则最重视，本文分别赋值“０”“１”
和“２”。　

参考既有财政分权、量化考核以及土地执法研究（陈硕、高琳，２０１２；梁
若冰，２０１０；张晏、龚六堂，２００５；Ｌｉ ＆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
括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国土部门相关情况和地方相关情况等四类。其中，财
政激励包括财政分权指数、土地出让金依赖度和转移支付依赖度，晋升激励指
ＧＤＰ增速排名、书记年龄和省长年龄，国土部门情况包含地方拨款占部门收入
比例和部门职工数，地方情况则由土地违法案件发生数、人均ＧＤＰ、工业企业
数量和省份所属地区构成。各变量操作化规则和数据来源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操作化及数据来源
变量名 操作化 数据来源

中央政策 ２００３年中央政策出台的需要所有省级政
府执行的违规开发区清理政策

权威地位 中央政策发布部门，部委、国务院及其
办公厅分别赋值“０”和“１”

时间压力 非“紧急”赋值“０”，“紧急”赋值“１”
信息占有 不督查赋值“０”，督查赋值“１”

《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自然资源部网站

省级政府回应情况
３０个省级政府针对中央政策所做回应，
按照“无文本回应”“转发”和“细化”
分别赋值“０”“１”和“２”

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
服务平台、省政府公
报、省政府及省国土部
门网站、智能找法网、
北大法宝网、汇法网、
中国知网、搜索引擎

财政分权指标

上年度省本级财政收入占中央本级财政收
入的比重
上年度省本级财政支出占中央本级财政支
出的比重
上年度省本级财政收入占省本级财政支出
的比重

《中国统计年鉴》

土地出让金依赖度 上年度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当年一般财政
支出的比重

《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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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操作化 数据来源

转移支付依赖程度 上年度中央转移支付占当年一般财政支
出的比重

ＧＤＰ增速排名 上年度省ＧＤＰ增速在全国３０省排名
《中国统计年鉴》

书记年龄 ２００３年该省省委书记的年龄
省长年龄 ２００３年该省省长的年龄

新华网、人民网

地方拨款占比 上年度地方拨款占国土部门收入的比重
部门职工数 上年末国土部门职工数的对数

土地违法案件发生数上年度土地违法案件发生数的对数
《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人均ＧＤＰ 上年度省年度人均ＧＤＰ的对数
工业企业数 上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对数

省份所属地区 东部赋值“１”，中部和东北地区赋值
“２”，西部赋值“３”

《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描述统计
本文对部分变量采用了取自然对数的方法，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布均较为均

衡（如表３所示）。因变量中“转发”仅占比５ ２４％，相对较少；但考虑到
“转发”和“细化”在政府运作中的较大差异，本研究予以保留。为检验模型
稳健性，后续将二者合并为“有文本回应”。

表３　 描述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个）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回应情况 ２１０

　 无文本回应 １２９ ６１ ４３ 　 　 　

　 转发 １１ ５ ２４ 　 　 　

　 细化 ７０ ３３ ３３ 　 　 　

政策发布机构 ２１０

　 部委 １２０ ５７ １４

　 国务院及其办公厅 ９０ ４２ ８６

政策紧急性 ２１０

　 非紧急 ９０ ４２ ８６ 　 　 　

　 紧急 １２０ ５７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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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样本量（个）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是否督查 ２１０

　 否 ９０ ４２ ８６

　 是 １２０ ５７ １４

财政分权收入指标 ２１０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０ １３
财政分权支出指标 ２１０ ０ ０８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２５
财政分权自主性指标 ２１０ ０ ４９ ０ １８ ０ １８ ０ ８５
土地出让金依赖度 ２１０ ０ １５ ０ １８ ０ ０１ １ ３１
转移支付依赖度 ２１０ ０ ０８ ０ １９ ０ ００ ０ ７８
ＧＤＰ增速排名 ２１０ １５ ５０ ８ ６８ １ ３０
省委书记年龄 ２１０ ５８ ３８ ３ ６１ ４８ ６４
省长年龄 ２１０ ５７ ８２ ４ ２３ ４９ ６６
地方拨款占国土部门收入比重 ２１０ ０ ６７ ０ ２０ ０ ２２ ０ ９８
部门职工数 ２１０ ８ ３７ １ ０１ ６ ０２ １０ ０５
土地违法案件发生数 ２１０ ７ ６２ １ １０ ５ １５ ９ ００
人均ＧＤＰ ２１０ ９ ０８ ０ ５３ ８ ０９ １０ ４４
工业企业数 ２１０ ８ ２３ １ ０４ ５ ９６ １０ ０３
省份所属区域 ２１０
　 东部 ７０ ３３ ３３
　 中部 ６３ ３０ ００
　 西部 ７７ ３６ ６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模型结果与检验
因变量为次序变量，统计采用ｏｌｏｇｉｔ模型，运算在ｓｔａｔａ１７ ０版本中完成，回归

分析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政策发布机构 １ ８７１ １ ８７２ １ ８２８ １ ７９８ １ ７９９ １ ７４７

紧急程度 １ ２０３ １ ２００ １ ２２６ １ ３４１ １ ３３７ １ ３６４

督查 １ ２１１ １ ２０６ １ ２５１ １ ３８８ １ ３８３ １ ４３３

财政分权收入指标 ９ ８５９ １２ ５７

财政分权支出指标 ５ ２３２ ６ ５５１

财政分权自主性指标 － ２ ５９０ － １ ６２９

土地出让金依赖度 － ０ ５６６ － ０ ５５７ － ０ ７２４ １ ０６９ １ ０６０ ０ ７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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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转移支付依赖度 － ０ ０３５９ － ０ ０３９２ － ０ ０５５７ － ０ ３１５ － ０ ３１９ － ０ ３３６

ＧＤＰ增速排名 － ０ １２７ － ０ １２８ － ０ １１７ － ０ １３２ － ０ １３４ － ０ １２６

省委书记年龄 － ０ ０５４３ － ０ ０５８２ － ０ ０６６９ － ０ ０３４８ － ０ ０４０３ － ０ ０５０４

省长年龄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０ ０ １２５ ０ ０５７０ ０ ０５９２ ０ ０６９８

地方拨款占国土部门收入比重 １ ６２７ １ ６３１ １ ９９８ １ ４８５ １ ４９６ １ ８７８

部门职工数 － １ ０７３ － １ １２９ － １ ２１０ － １ ０９６ － １ １６６ － １ ２１６

土地违法案件发生数 １ １９３ １ ２０７ １ ３８３ １ ２９０ １ ３０９ １ ４６９

人均ＧＤＰ １ ５０８ １ ５３９ ２ ３７２ １ ２２２ １ ２７２ １ ９９３

工业企业数 － ０ ０２７１ － ０ ０２９２ ０ ２６６ － ０ ２０２ － ０ ２００ ０ ０７１９

省份所属区域 ０ ４２０ ０ ３７６ ０ ３３７ ０ ４７６ ０ ４２３ ０ ４４３

ｃｕｔ１ ２０ ９３ ２０ ７２ ３０ ２６

ｃｕｔ２ ２１ ２８ ２１ ０７ ３０ ６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１６ ００ － １５ ８６ － ２４ ４９

样本量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限于篇幅原
因，标准误未在文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根据财政分权的三种测量，本文分别使用三个模型进行测量。由模型１、模
型２和模型３对比可知，主要变量的影响系数、作用方向和显著性均较为一致，
因此，本文主要基于模型１做数据解读。为便于系数间的对比，本文将进一步
展示回归结果的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如表５所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
部委发文，国务院发布的政策获得省政府及省厅重视程度提升一级的概率提高
了７ ４６１倍，此结论在０ ０１的水平上显著。由此，本文假设１获得证实，即政
策发布机构的权威与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正相关。本文为政府内部权威地位差
序格局对地方政府行为影响的命题提供了实证支持。

表５　 关键变量的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展示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政策发布机构 ７ ４６１ ７ ４４７ ７ ２２６

紧急程度 ３ ０９８ ３ ０９３ ３ １５１

督查 ２ ９５９ ２ ９５０ ３ ０４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限于篇幅原

因，标准误未在文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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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非紧急政策，紧急政策获得省政府重视程
度提升一级的概率提高了３ ０９８倍，此结论在０ ０１的水平上显著。由此，本文假
设２获得证实，即中央政策的时间压力与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正相关。本文通过
紧急政策与非紧急政策的区分，为时间压力对代理方的影响提供了实证支持。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不进行督查，中央政府就政策执行开展
督查时，省政府重视程度提升一级的概率提高了２ ９５９倍，此结论在０ ０１的水
平上显著。由此，本文假设３获得证实，即相比于不开展督查，中央政府开展
督查时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重视程度更高。

本文的ｏｌｏｇｉｔ模型通过了ｏｍｏｄｅｌ和ｂｒａｎｔ检验，说明本文因变量的次序等级
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由于少部分省份回应时间为２００４年初，为检验
时间变化是否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采用时间序列ｏｌｏｇｉｔ模型的ＬＲ检验，结果不
显著，说明时间序列ｏｌｏｇｉｔ模型与ｏｌｏｇｉｔ模型并无显著区别，本文使用ｏｌｏｇｉｔ模型
通过检验。

为了确保模型的稳健性，本研究将因变量回应情况中的“转发”和“细化”
合并为一类，即“有文本回应”，因变量变成“无文本回应”和“有文本回应”
的二分变量。ｌｏｇｉｔ模型发现回归结果基本不变，尤其是发布部门权威地位和政
策紧急性两大核心自变量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无变化，影响系数小幅增大，说
明本研究的回归模型较为稳健（见表４）。总之，发布部门权威地位和政策紧急
性对省级政府的回应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五）不同控制工具的组合及其作用
权威地位、时间压力和信息占有均构成了有效的控制工具，但中央政府实

际使用过程中可能同时使用不同工具，造成纠偏效果的差异。因此，为了回答
中央政府纠偏策略为什么有时有效而有时失效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近距离观
察中央政府纠偏过程中央地互动的具体过程，采用定性方法展示央地互动的微
观过程。

本部分的定性观察包括了省级、市级和区县级政府。根据中央政府的界定，
在开发区清理整顿中，省级政府负总责，市级政府负责统筹，区县级政府负责
落实。为了理清控制工具的作用机制和央地间的互动过程，我们需要对省、市、
县三级政府的行为进行观察。

截至清理整顿前，２００３年全国共有各类开发区５６５７个，平均每个县拥有约
２个，远远超出实际需要；而中国耕地总量下降到１ ２６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
也低于国际警戒线的１ ４亩。此外，因土地征迁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激烈，
威胁社会稳定。为纠正地方政府盲目发展开发区的偏差，中央政府开启了针对
全国违规开发区的清理整顿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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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弱权威、弱时间压力和弱信息占有
部委发布的非紧急通知，仅有６ ７％获得省政府或省厅正式文本回应，其他

通知则有５１ ３％获得正式文本回应。这组对比说明，当清理整顿违规开发区的
政策目标与地方整体目标（即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不一致时，在中央政府不强
化督查、不发紧急通知，以及不改变发文机构权威的情况下，省厅可能倾向于
服从地方经济增长的目标而对中央政策保持“观望”。这一现象在地方政府的政
策文本以及访谈中都能得到印证。

某东部省会城市在《关于进一步提升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发展水平的若干意
见》中提到：“２００２年，全市５个国家级、１１个省级开发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财政收入和出口额分别占全市总额的４０％、４０％和７１ ６％，对全市经济发展正
发挥出越来越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你要知道政府重视什么，很容易的……你看我们最重要的开发区，谁是
主任？是副市长兼任，那个开发区级别都高半级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
为副市长挂帅，市直部门，各方面才好协调，很多优惠政策才能更快落地，
你有地，有配套设施，能减免税收，办事快，企业才愿意来，对全市经济
和产业发展都是有益的。最重要的产业都会在这里面，最好的政策都会在
这里面，最多的钱、最多的就业、最好的人才都会在这里面。（某东部地级
市处级官员）
经济发展情况相对较好的东部地区对开发区的依赖已然如此，其他地区对

开发区依赖更甚。在清理整顿违规开发区和经济增长目标“二选一”的情境下，
这些地区更可能选择“保经济”。

领导不好当啊！其实我们市可能一共两三个开发区就足够了，但是他
（指区主要领导）一看旁边的区县搞了开发区，ＧＤＰ蹭的一下上去了，压力
就来了。他自己需要政绩呀！别的地方搞得好，你搞不好，对上面的领导
不好交代呀。而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谁不想在自己的任期上做出点
成绩？！等你调走了大家都会感念你的，对自己这一辈子就有个交代了。那
什么是成绩？最大的成绩就是经济呀，不搞开发区，拿什么吸引企业，大
家的就业，ＧＤＰ怎么上得去呢？！旁边的弄开发区，经济上去了，赚钱了，
大家的工资、收入也就多了。我们不弄，就没有，逼着你也要上（指上马
开发区项目）！所以，明知道是重复建设，也要弄开发区。（某西部省会城
市某区处级官员）
清理违规开发区可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这一中心工作，在“吃饭财政”和官

员绩效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清理整顿开发区的动力相对不足。这就为地方政
府对清理开发区政策总体上不够重视的现象提供了解释。可见，当中央政策目标
与地方整体目标不一致时，在政策发布机构权威地位不足且缺少时间压力和可信
性威胁的情况下，地方职能部门倾向于服从地方整体目标，造成纠偏效果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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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弱权威、强时间压力和强信息占有
在非紧急通知难以纠正地方偏差的情况下，部委转而发布紧急通知，并进

驻各省进行督查。其纠偏效果是，共２３个省派出督查组到各市、县推进清理整
顿工作，其中１２个省由省厅领导亲自带队。这说明部委通过发布紧急通知明确
完成时限并组织督查，成功提升了地方执行部门的重视程度。

但是，该通报也明确指出，地方执行中存在“有的地方还不了解部发
布……的要求”，“有的地方工作还停留在组织部署阶段……工作出现松懈倾
向”，以及“有的省对市、县的工作情况不了解、不掌握，有的还没有进行督
查”等问题。具体而言，地方可能通过配合用地者变更土地用途等纵容违法用
地，若干年后再利用“历史遗留问题”等方式变相承认，从而减少开发区被认
定的违规土地面积，消解政策执行，造成政策执行的高度不确定性。（何艳玲，
２０１３；谢志岿、曹景钧，２０１０）。

３ ． 强权威、弱时间压力和弱信息占有
部委推动的违规开发区清理整顿工作，总体上效果不够理想。中央政府改

变控制策略，通过提升权威地位促进政策执行，即国务院直接发布《关于清理
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以国务院的权威要求地方纠正开发
区过多过滥的偏差。

由表５可知，发文机构权威的作用强度高于时间压力和信息占有。因此，当
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整体目标不一致时，中央政府通过提高政策发布机构的权
威地位，提升了地方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相应的执行效果也更佳。然而，中
央政府清理整顿违规开发区的目标仍未完全实现。国务院对此予以严厉批评：

一些地方主要领导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还不够端正，片面追求短期经
济效益，对治理整顿工作重视不够，处于等待和观望状态；开发区清理整
顿还停留在摸清底数和查找问题阶段，处理工作尚未全面开展，一些地方
开发区盲目扩张的势头还在继续；征地补偿不落实，农民失地失业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有些地方清理整顿措施不落实，顶风违法行为仍有发生。
由此可见，由于缺少时间压力和信息占有，即使国务院发文，地方政府对

中央政策的执行积极性仍有提升空间，造成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
４ ． 强权威、强时间压力和强信息占有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中央政府督查发现，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大工作力度

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的紧急通知》后，各省均“将土地市场秩序治理
整顿工作列入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且各省的治理整
顿领导小组组长，６个省由省政府“一把手”亲自担任，８个省由常务副省长担
任，１４个省由政府分管领导担任，２个省由省厅领导担任。该紧急通知下发后
的２２天内，有１９个省出台实施细则，开发区的清理整顿工作得以迅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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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发现，“下发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后，各地已停止了审批新
设立和扩建各类开发区”。经过清理整顿，全国３６ ２％的开发区被迅速撤并整
合。总之，相比于国务院发布的非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和督查的结合获得了地
方更积极的响应。

综上，本文的发现是，当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整体目标不完全一致时，在
中国特殊的“条块”关系格局下，中央政府的策略之一是由部委发布非紧急通
知，但往往难以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关注，导致纠偏效果不彰。中央政府的策
略之二是通过部委发布紧急通知以及派驻督查组等方式，强化时间压力和信息
占有，这提升了地方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但同时由于部门权威地位不足，纠
偏效果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策略之三是通过国务院发布通知，利用更高的权威
地位提升政策的重要性，有效提升了省政府及国土资源厅的重视程度，但同时
由于缺少时间压力和信息占有，纠偏效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策略之四是通过
国务院及其办公厅发布紧急通知，提升权威地位的同时强化时间压力并开展督
查，使政策成为地方的中心工作，实现了地方偏差的纠正。中央政府的不同控
制策略造成了地方政府在短时间内的前后执行差异。

总之，控制策略的实质是通过权威地位、时间压力和信息占有等控制工具的
使用，改变中央政策在地方任务中的轻重缓急排序，从而纠正政策执行的偏差。

五、作用局限性：控制工具在长期性任务中的作用

在常规治理模式下，控制工具的核心逻辑是压缩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间，
从而促进政策执行（陈家建、张琼文，２０１５；贺东航、孔繁斌，２０１１；吴少微、
杨忠，２０１７）。中央政府通过提升发文机构的权威地位以消弭政策目标与地方整
体目标之间的不一致，通过紧急通知强化时间压力并开展督查强化信息占有以
降低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有效提升了地方政府对清理整顿违规开发区政策的
重视程度，迅速纠正了粗放经营开发区的偏差。

然而，开发区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是一个长期任务，控制工具的持续性存疑。
开发区管理不可能长期由国务院发文推动，督查也需要耗费高昂的成本，２００６
年后集中清理整顿即停止。因此，虽然清理整顿使全国开发区数量和面积都大
幅减少，但根据国家发改委等中央部委向国务院提交的工作总结报告，地方政
府仍然可能在经济增长和清理违规开发区这两个目标之间摇摆。一些地方或
“自行扩大开发区面积”，或以“生态园”“工业走廊”等名义擅自新建开发区，
“新一轮的开发区热又在兴起”。

总之，控制工具虽然有助于纠正代理方的注意力分配偏差（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但本文研究发现，控制工具的这一作用具有短期性，而在改
变长期任务的注意力短缺问题中需要与激励工具等其他治理工具配合，才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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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作用的持续性。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之一是研究了常规治理模式下中央政府纠正政策执行偏

差的控制策略，分离出权威地位、时间压力和信息占有等三大控制工具，并研
究了其作用机制，试图为执行研究提供基于中国科层组织常规治理模式下中央
控制策略的新视角；二是进一步探究了控制工具在纠正地方政府行为偏差中的
作用局限性；三是首次为时间压力和政府内部的权威差序格局理论提供实证检
验；四是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做了区分，改变了既有研究中将其分别视为
同一主体的简单假定，有助于理清央地政府间的互动机制。

本研究以开发区管理为例，为中央政府基于常规治理模式的控制机制做了
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新近的督查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激励工具
和控制工具均存在一定的作用范围，过度依赖可能导致意外的结果。实践者可
以根据不同任务属性，采用不同的治理工具及其组合，更可能取得良好的治理
效果，实现政策良好执行。

当然，本文仍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之处。首先，本文的研究框架仅适用于
属地化管理部门，垂直管理部门则不适用。权力结构将对执行行为产生重大影
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１），本文仅研究了行政发包制这一种结构下的纠偏过程。
在垂管部门的政策执行中，若出现目标不一致，中央政府如何确保政策的执行？
其治理工具使用有何不同？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差异？在税务、专利、司法等职
能日渐强化垂直管理的组织背景下，这种差异更具研究意义。其次，控制工具
包括常规和非常规两种模式，二者关系如何？尤其是其相互的转化机制，即何
时常规，何时非常规？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最后，第三方监管等新
型治理工具在政策执行中开始使用。比如在禁毒领域，上级政府向第三方专业
机构购买服务，由后者通过下水道精准测量毒品残留物浓度，以此评价下级的
禁毒绩效。第三方监管有利于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消弭上下级间巨大的信息差，
极大地改变现有的上下级互动模式，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总之，对这些问题
的研究有助于增进知识积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在政策执行纠偏中
的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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